 一般来说，为了估计代际收入弹性的时间变化趋势，大都使用同一年或者临近几年出生子代作为某年代际收入弹性估计的子辈群体。在此，我们考虑每年中25～34岁的子辈作为一代。如表1所示，经过上述处理，2000年有133个配对家庭，2004年有114对，2006年有92对，2009年有104对。在2000年中子辈样本的平均年龄是28岁，出生的年份是1966年到1975，恰好是文革十年出生的人群。这一人群的工作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计划体制的影响。随后接下来的是1970年后人群，这里面有大部分人是顶替父母工作而就业，即“接班”，还有相当部分是自由就业，因为这一人群最年轻的一代是1979年出生的。如果他们20岁就业，即1999年，正好赶上了大学生不包分配的年代。2006年的25～34岁人群是在1972年至1981年出生的，2009年25～34岁人口是在1975～1984年出生的。为了避免2009年中与2000年的有同一年出生的情况，我们考虑了2009年处于24～33岁人群。这样不同时间的子辈平均年龄是28、28、29、30和30岁，接近他们人生中达到平均收入的年龄段。

表1  子辈和父辈年龄的均值描述

	子辈样本年份
	2000年25～34岁
	2004年25～34岁
	2006年25～34岁
	2009年25～34岁
	2009年24～33

	子辈出生年份
	1966～1975
	1970～1979
	1972～1981
	1975～1984
	1976～1985

	子辈平均年龄
	28
	28
	29
	30
	30

	父辈平均年龄
	1989
	44
	41
	40
	39
	38

	
	1991
	46
	43
	42
	41
	40

	
	1993
	48
	45
	44
	43
	42

	样本量
	133
	114
	92
	104
	98


在父辈平均年龄的描述统计中，1989年这一行对应的平均年龄分别是2000年子辈年龄在25～34岁的父亲在1989年时的平均年龄，其他各年解释相同。我们可以看到2000年的子辈对应的父辈在1989年时的平均年龄是44岁，1991年是46岁，1993年是48岁。由于每一个待估年份配对的子样本中样本量相同，因此父辈的平均年龄1991年比1989年大两岁，1993年比1991年大两岁。因此父辈年龄的两年或者三年的平均很容易算出来，就是对应年份平均年龄的再平均。因此，我们也只要知道1989年的平均年龄就可以推断各年以及几年平均的年龄。2004年子辈的父亲在1989年的平均年龄是41岁，2006年的是40岁，2009年的是39岁。父辈在1989、1991和1993年内三次调研的平均年龄正好就是1991年的平均年龄，分别是46、43、42、41岁。因此，三年来看，2006年和2009年样本父辈和子辈的收入都更接近他们各自的一生平均收入。由于2000年跟1989年间隔时间太近，因此可以看到2000年配对的父子中，子辈的平均年龄偏小，父辈的平均年龄偏大。这会导致2000年估计向下偏误最大。其他各年的子辈和父辈年龄差异很小，因而2004、2006和2009年之间估计因收入在不同年龄段度量导致的低估差异较小。

由于同住家庭样本有高估社会总体的代际收入弹性趋势，考虑到中国父母与成年子女居住的比例随时间越来越小，因而CHNS样本会随着时间往后推移高估越大。基于对年龄的控制可知，各年的代际收入弹性估计中因年龄的差异导致的估计偏误变小且方向明了，而各年因子代与父代同住导致高估的时间趋势也很明了，因而有利于我们判断真实的代际收入弹性趋势。关于各年度子代和父代的收入描述统计见附录表1-4。

四、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估计与解释
根据上一节估计方法的讨论，我们把式(5)代入式(1)得到如下估计方程：

yits=βtyicf-atsageits-btsageits2+βtacfageicf+βtbcfageicf2+εits*    (6)

其中i表示第i个家庭，t表示子辈样本所在年份，即四个年份2000、2004、2006、2009，s表示儿子，f表示父亲，c表示父亲的年龄或者收入度量年份，ageits和ageicf分别表示i家庭子辈在t年的年龄和父辈在c年的年龄，εits*=εits-vits+βtvicf。

首先，我们在上一节描述的样本内，只考虑父亲一年的实际收入作为解释变量，随后我们考虑父亲收入的两年平均以及年龄的两年平均，然后是父亲变量的三年平均作为解释变量，分别估计出2000、2004、2006和2009年四个年份的代际收入弹性。

表2是我们对中国代际流动性的时间趋势估计。简化起见，我们没有给出其他系数，只列出了代际弹性系数及其相应的估计标准误。第2～4行，是对每个t，c分别取1989、1991和1993时的代际弹性。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控制了年龄的趋势，使用单个年份的父辈数据，而且是严格控制父亲年龄范围使其尽可能地保持在接近其一生平均收入的年龄附近，也还是会有很大的偏误。如2006年的弹性估计，使用1989年的父辈收入，出现了较大的负值估计系数(-0.15)，使用1991和1993的父辈收入却得出了相对较大的正弹性系数(0.39和0.45)。这可能与单个年份的收入数据受经济暂时波动，特别是一些未预料到的大的经济冲击影响，以及收入数据的报告误差有关。

表2  代际收入弹性的趋势估计

	 
	(1)

2000年25～34岁
	(2)

2004年25～34岁
	(3)

2006年25～34岁
	(4)

2009年25～34岁
	(5)

2009年24～33

	1989
	0.40

(0.10)
	0.16

(0.11)
	-0.15

(0.14)
	0.12

(0.12)
	0.10

(0.12)

	1991
	0.52

(0.10)
	0.24

(0.14)
	0.39

(0.15)
	0.33

(0.15)
	0.30

(0.15)

	1993
	0.47

(0.10)
	0.36

(0.11)
	0.45

(0.10)
	0.33

(0.12)
	0.35

(0.12)

	1989～1991两年平均
	0.66
	0.34
	0.14
	0.33
	0.30

	
	(0.12)
	(0.16)
	(0.18)
	(0.17)
	(0.17)

	1991～1993两年平均
	0.69
	0.48
	0.62
	0.49
	0.49

	
	(0.12)
	(0.14)
	(0.14)
	(0.16)
	(0.16)

	1989～1993三年平均
	0.80
	0.54
	0.46
	0.46
	0.46

	
	(0.13)
	(0.16)
	(0.17)
	(0.17)
	(0.18)

	年龄趋势相同
	0.77

(0.13)
	0.54

(0.15)
	0.48

(0.18)
	0.45

(0.17)
	 

	四个系数是否相等
	F值=0.98,P值=0.40


注：括号内的数为系数的标准误。

第5行是以1989和1991两年平均的父辈收入作为父亲的一生平均收入代理变量的估计。此时，我们发现2006年的代际弹性数值变为正了(0.14)。除了2006年的系数估计值没有表现出单调递增的趋势外，其他年代的代际弹性估计在1989和1991两年平均的基础上大于单年估计值。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在控制住年龄趋势的影响后，两年平均能够消除一年数据的波动误差。第6行的1991和1993年的平均的系数估计要远高于使用1989和1991年平均的估计。这说明使用的1989年数据有较大的偏误。

使用1989、1991和1993三年的父亲收入平均作为父亲的持久收入度量，发现2006和2009年系数处于上述两个系数的中间，而2000年和2004年却比两年平均估计要大，没有表现出在标准的误差模式中越多年平均估计越大的结果。显然更多年份的平均，使得使用父辈单年收入估计的较大波动得到了平滑。由于2009年子辈中最老的一群人与2000年子辈中最年轻的人出生于同一年，为了说明十年之后是完全不同的一代人，我们也估计了把2009年中最老的一代去掉，同时把最年轻的推后一代，这样正好也是十年的组群。表2最后一列就是上述处理后估计的结果。我们发现该估计的系数值与使用1975年至1984年出生群组的估计，无论是单年还是多年的父辈变量平均估计，几乎没有差异。这也说明2009年估计的代际流动性是很稳健的。

三年平均估计得到2000、2004、2006和2009年的代际收入弹性为0.80、0.54、0.46和0.46，其趋势是从2000年以来，中国社会的收入流动性在不断地改善。

同时，我们合并四年的回归，并使得每年中子辈的收入年龄趋势一样，父辈的年龄趋势也相同，只不过是各年的配对组有自己的截距。即我们估计如下方程：

yits=αt+βtyicf-asageits-bsageits2+afageicf+bfageicf2+εits*    (7)

(7)式合并方程得到的2000年后四年的代际收入弹性分别是0.77、0.54、0.48、0.46，与方程(6)分别估计的结果没有太大的差别。我们用这一方程来检验4个代际弹性系数是否相等的F检验，发现并不能拒绝它们相等的原假设。虽然我们严格地控制了年龄范围以及年龄趋势，但还是存在估计偏误，需要对估计偏误进行严格的讨论才能确定真实的趋势。

从表2的结果可知，父辈单年收入的使用使得估计的波动很大。我们通过考察附表1～4的收入描述统计可知，或者是出于误差或是由于研究者或是调查员不可观测的冲击导致，其中的一些收入是异常的。不管是子辈还是父辈，很难想象年收入只有44，因而收入可能存在异常值的影响。为了剔除这些异常值的影响，我们把父辈的实际年收入低于120元的家庭去除。同时，我们认为2000年和2004年子辈的实际年收入至少不低于600元，2006年的实际年收入不低于1000，2009年的实际年收入不低于1200。经过上述处理之后，我们得到了2000、2004、2006及2009年的配对家庭数分别为121、108、86和98。表3是去掉异常收入值后与表2对应的(1)-(4)列代际收入弹性的估计。

在表3中可以看到，去掉异常值后，以1989年父辈的实际收入作为其持久收入代理变量的估计，与1991年和1993年的差异变小了，而2006年代际收入弹性由原来的较大负数变为了接近于0的数。同样，1989和1991年的两年平均与1991年和1993年的两年平均之间差异也变小。上述的这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又降低了3年平均估计误差。以父辈变量的3年平均样本为例，去掉异常值后2000、2004、2006和2009年的代际收入弹性估计为0.66、0.49、0.35、0.46。除了2000和2006年的估计收到较大影响外，其他系数的估计变化不大，但是总体的趋势还是较2000年以来有所下降。我们也给出了该样本下的估计方程(7)的回归结果，其表现的2000年以来的代际收入弹性估计与分开回归的结果没有太大差异。四个系数是否相等检验的F值为0.65，没有拒绝它们相等的原假设。

表3  去掉收入异常后的估计

	 
	(1)

2000年25～34岁
	(2)

2004年25～34岁
	(3)

2006年25～34岁
	(4)

2009年25～34岁

	样本量
	121
	108
	86
	97

	1989
	0.35
	0.11
	-0.06
	0.22

	
	(0.11)
	(0.09)
	(0.11)
	(0.10)

	1991
	0.32
	0.19
	0.30
	0.25

	
	(0.11)
	(0.12)
	(0.12)
	(0.15)

	1993
	0.38
	0.41
	0.36
	0.30

	
	(0.10)
	(0.09)
	(0.09)
	(0.10)

	1989～1991两年平均
	0.53
	0.25
	0.14
	0.34

	
	(0.13)
	(0.14)
	(0.14)
	(0.14)

	1991～1993两年平均
	0.51
	0.47
	0.47
	0.43

	
	(0.11)
	(0.12)
	(0.12)
	(0.14)

	1989～1993三年平均
	0.66
	0.49
	0.35
	0.46

	
	(0.13)
	(0.14)
	(0.14)
	(0.14)

	年龄趋势相同
	0.61
	0.46
	0.35
	0.47

	
	(0.12)
	(0.13)
	(0.15)
	(0.15)

	四个系数是否相等
	F值=0.65，P值=0.58


注：括号内的数为系数的标准误。

Becker和Tomes(1986)以及Solon(2004)在一个利他主义框架下，建立了父母基于自己的消费和小孩投资考虑最大化自身效用模型，从理论上推断了父母的基因和家庭文化的影响即继承系数会提高代际收入弹性。继承系数又与子女与父母待的时间成正比。因此，我们如果使用父母与子女居住在一起的样本估计，则会高估整个社会的收入代际弹性，且整个社会中成年子女与父母同住一起的比例越低，则导致高估越严重。我们从2000年，2005年1%的抽样和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可以基本判断出成年子女与父母居住的趋势。图2是三代以上同堂居住的比例。该图说明从2000年以来，中国社会的核心家庭越来越多，父母与成年子女居住一起的比例越来越低。

[image: image1]
图2  三代以及三代以上同堂的家户比例

因此，即使我们的回归结果得出并没有估计系数真值不同的检验，但是考虑到这里CHNS样本的特征，即只有父母与成年子女居住在一个家庭才能够观测到收入数据。这一因素会导致越是早期的数据，高估社会收入代际弹性的部分越小，而越是后期的数据高估越大。由于我们严格地控制了子辈和父辈年龄的范围，使得每年的代际收入弹性估计因年龄导致的偏误变小。因此，考虑父代和子代同住导致高估的因素，即使是各年的样本估计值相等，我们仍然有理由判定2009年整个社会的实际弹性系数低于2000年。在考虑到前面年份因父辈和子辈年龄导致向下偏误，因而更有理由确定真实的代际收入弹性，在前面年份较高的论断。因而，我们以表8的三年平均的父辈收入估计出的代际弹性为例，来讨论中国收入代际弹性系数的趋势。

